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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强震频发,积累了丰富的地震数据和预

测经验,与拥有先进地震观测与数据处理技术的美国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然

而,中美地震科学合作却因外交关系尚未正常化而难以实现。 为了利用中国地

震数据开展研究,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露西·琼斯与其他美国地震学家在不

利的中美关系中积极寻求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并最终紧随中美建交而率先实现

合作。 虽然琼斯与中国的合作最终由于多种因素而终止,但更多美国地震学家

在地震数据的驱动下与中国保持了长期合作。 本文指出,作为一种基础性科研

资源,中国地震数据是美国科学家寻求与中国科学家合作的重要驱动力,而琼斯

的经历彰显出这一动力与外交阻力之间此消彼长的动态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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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地震学在以发展核试验监测技术为目的的“维拉计划”支持下

得到迅速发展。 1970 年前后,“维拉计划”接近尾声,美国地震学的研究重点转向地震预

测。[1]
 

与此同时,中国在 1966 年邢台地震后,掀起了一场以群测群防为特征的地震预测运

动,积累了丰富的地震数据和预测经验。 然而,处于冷战铁幕两侧的中美地震学界,直至

1971 年乒乓外交后才得以重新接触。 1974 年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地球物理

学家顾功叙(1908—1992)率中国地震代表团访问美国。 同年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

与行星科学系的地震学家普雷斯(Frank
 

Press,1924—2020)率美国地震代表团回访中国。
双方均认为美国先进的地震观测和数据处理技术与中国地震频发的地质环境和地震预测

经验可以优势互补。 虽然中美关系尚未正常化的现实阻碍着双方的合作,但美国地震学

家依然积极寻求合作机会。[2]
 

随后,普雷斯在卡特总统时期被任命为总统科学顾问,得以

在推动中美科技交流乃至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3-4]

通过普雷斯的积极协调,中美在建交之前就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事宜达成口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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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1979 年 1 月中美建交后,邓小平访问美国并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将口头谅解

以书面形式正式确定下来。[5]
 

1980 年 1 月,首届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在北京召开,双方正

式签订《中美地震科技合作议定书》。 在此之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露西·
琼斯(Lucile

 

M.
 

Jones,1955—　 )于 1979 年春天便已通过中美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协

议,实现了与中国同行的合作研究。 1979 年春天这一时间点十分微妙,它处在中美建交

之后、《中美地震科技合作议定书》签订之前,反映出琼斯与中国的合作既受外交关系的

制约,即只有在中美建交后才能实现;又能突破官方协议的限制,即可在《中美地震科技

合作议定书》签订之前实现。 其中蕴含着的科学与外交之间的互动,是近年来兴起的科

学外交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
2009 年,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召开“科学外交新前沿”会议,以科学和外

交的关系为关注的主要议题,将科学外交概括为“外交中的科学”、“为了外交的科学”和

“为了科学的外交”三种类型。[6]
 

近年来,“为了外交的科学”,或者说将科学作为外交工

具,得到较多研究,有代表性的如高瑞德对冷战初期中国科学外交的研究。[7]
 

然而,“为了

科学的外交”,或者说聚焦科学的内在需求,并剖析这种需求如何与外交互动的案例,尚
不多见。 自然科学研究离不开记录自然现象的科学数据,而自然现象往往又不以国界为

限。 因此,科学家常常需要跨越国界收集观测数据。 这种对数据的需求,是科学的内在需

求,势必在科学外交活动中产生一定影响。 地震是一种遍布全球而又具有独特地域特征

的自然现象,拥有全球地震记录对地震学研究极为重要。 笔者曾在另文中从宏观层面论

述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关系尚未正常化的现实如何阻碍双方地震学界的合作[2] ,而本文

则从微观层面,基于琼斯寻求、实施以及终止与中国合作的个人经历,分析地震数据在其

中的作用,揭示科学的内在需求与变动的外交关系之间此消彼长的互动。

1　 中美建交前的漫长等待与准备

美国先进的地震观测和数据处理技术与中国地震频发的地质环境和地震预测经验存

在互补,决定着中美地震学界存在合作需求,且中美关系正常化又为合作扫除了外交障

碍。 这是琼斯得以与中国学者开展合作的前提。 然而,琼斯的个人经历以及麻省理工学

院具有前瞻性的准备,却使她成为中美建交后第一位来华开展合作研究的美国人。
1. 1　 露西·琼斯其人

琼斯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妮卡,父亲是一位空间技术工程师,热爱科学和

数学,母亲是一位神修导师(spiritual
 

director)①。 在当时并不鼓励女性从事科学和数学工

作的环境中,父亲却支持琼斯,使她认识到逻辑推理的价值,而母亲的工作则让她看到人

们感性的一面。 琼斯父母的工作性质将从理性和感性两个方面对她日后的职业生涯产生

重大影响。[8]

琼斯的家族与中国素有渊源。 她的祖辈曾长期在中国传教,两位伯父供职于美国政

①

 

神修导师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引导者,帮助人们加深与上帝的关系,或帮助他们走上信仰之旅。 他们是陪伴

者,为人们提供聆听、辨识和祷告反思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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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机构,均为中国问题专家。[9]
 

这使琼斯有机会在高中时期随其伯父在中国台湾生活一

年,并于 1971 年从台湾的美国高中毕业,打下汉语基础。 1972 年,当琼斯被哈佛大学和

布朗大学录取时,基于对科学的热爱,她选择了后者。 在布朗大学,琼斯一开始主修物理

学,在大三时重回台北学习汉语,大四时受几位地球物理学家的影响,选修地质学,并最终

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为地球物理学。 她希望将科学应用于更加重要的事情上,比如预测

地震,而不是制造炸弹。 加利福尼亚州处于太平洋板块和北美板块的边界带上,地震多

发,琼斯选择地球物理学作为研究方向,或许多少受此影响。 至少有两次地震让她印象深

刻:她最早有记忆的事情是大约两岁时的一次地震,在那次地震中,她的母亲试图用自己

的身体保护她;另一次是 1971 年圣费尔南多地震,当时身在中国台湾的她由于担心家人

的安危,试图打电话给父母,却遭遇通讯障碍。[8]
 

1976 年,琼斯获得布朗大学物理学与汉

语双学位。
1. 2　 中国地震数据与前震研究

在琼斯大学毕业之前的 1975 年 2 月 4 日,中国成功预报海城地震,避免了巨大的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是人类首次成功预报破坏性地震,引发了国际地震学界对中国地震工

作更加密切的关注。 曾于 1974 年秋率团访问中国并一直寻求与中国开展地震合作研究

机会的普雷斯,对海城地震十分关注。 1975 年 3 月 3 日,他致信中国国家地震局的地质

学家:“如果您能告诉我地震发生之前采用什么方法进行的预报,以及采取了什么预防措

施,我将表示感激。 警报是在地震前发出的吗? 有没有对房屋中的人们进行疏散?” [10]
 

普

雷斯通过日本报纸《朝日新闻》上一则消息的英文译文,了解到中国内部刊物《地震战线》
1975 年第 2 期上有关于海城地震的信息,便迫不及待地于 5 月 29 日致信顾功叙,索要该

杂志,称美国地震学界对中国地震学家在海城地震预报中采用的方法抱有极大兴趣。[11]

普雷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莫尔纳( Peter
 

Molnar,1943—2022),同样在密切关注

中国的地震工作。 早在 1972 年 7 月,他就曾致信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要求访问中国

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以了解中国的地震预报工作。 然而,直到次年 3 月中国科学院才

复信婉拒,因此他未能成行。[12]
 

莫尔纳的专长是研究亚洲大陆的大地构造,海城地震是研

究中国大陆地质构造的重要案例,他显然不会错过任何了解和研究中国海城地震的机会。
当布朗大学会讲流利汉语并且具备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基础的琼斯,在申请麻省理工

学院地球与行星科学系研究生的时候,双方显然是一拍即合。 如果考虑到经过长期隔绝

后又重新接触的中美地震学界之间用英文进行学术交流的困难,就会更加清楚一个会讲

流利汉语并能阅读中文文献的美国地震学者是多么难能可贵。 一件趣事可以反映麻省理

工学院想要录取琼斯的强烈愿望:莫尔纳为了劝说琼斯去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许诺在

开学前带她去阿富汗做野外考察。 当 1976 年 8 月琼斯和莫尔纳在兴都库什山区用便携

式地震仪进行微震观测时,有人想用两匹骆驼从莫尔纳手中买下琼斯做妻子,是市场价的

两倍。 这成为琼斯后来津津乐道的野外工作经历。[13-14]

麻省理工学院录取琼斯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是为未来与中国可能的合作做准备。
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告诉她:“我们何不让你研究前震呢? 如果你研究前震,中国一旦开

放,我们就可以把你送到中国,你就可以试着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 [8]
 

鉴于海城地震的

成功预报主要是基于频繁的前震活动,琼斯和莫尔纳立即开始了一项关于前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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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 6 月 14 日,他们将合作研究的论文投到《自然》 ( Nature)杂志,6 月 23 日即被录

用,8 月 19 日正式刊登。[15]
 

刚刚大学毕业,尚未正式入读麻省理工学院的琼斯,何以如此

快速地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琼斯和莫尔纳的研究得到了普雷斯的支持。 从论文内容和参考文献可以看出,1970

年出版的《中国地震目录》是该项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而这份资料正是 1974 年普雷斯

率美国地震代表团访问中国时,中国地震学家经过向上级层层报告后而获准赠予美方的

礼物。[2]
 

时任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主席的普雷斯认为,《中国地震目录》中的数据具有极

大的科学研究价值,他曾安排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执行主任斯彼劳思( A.
 

F.
 

Spilhaus,
 

Jr. ,1938—2018)于 1976 年 5 月致信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希望将《中国地震目

录》翻译为英文。[16]
 

然而,琼斯可以不经翻译,直接阅读中文。 因此,她和莫尔纳占得了利

用这份数据的先机。 中国的历史地震数据加上美国地震学界均可获取的世界其他地方的

地震数据,可以说使琼斯和莫尔纳成为当时最具数据优势的研究团队。 另外,该论文还引

用了《地震战线》1975 年第 2 期的文章,这正是普雷斯曾致信顾功叙索要的资料。 虽然由

于《地震战线》限于国内发行,顾功叙当时婉拒了普雷斯的请求,但想必他们通过其他途

径得到了这份资料。
数据优势是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研究的科学问题。 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一个

关键因素是,在 1975 年 2 月 4 日的大地震之前出现了明显的前震活动。 因而,大地震之

前是不是都有前震活动? 历史上的大地震有多大的概率伴随着前震活动? 前震活动是不

是大地震来临的可靠前兆? 这类问题是当时地震学界关注的焦点。 虽然中美地震学界没

有建立正式合作关系,琼斯和莫尔纳无法获取中国观测的关于海城地震前震的详细数据,
但是他们的研究充分利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地震数据,抓住了当时地震学界关

注的关键科学问题。 因此,其论文能够快速地被《自然》(Nature)录用并发表。
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普雷斯积极推动将美国海城地震代表团列入了 1976

年该委员会派遣访华的代表团名单,莫尔纳是成员之一。[17]
 

莫尔纳随该代表团访华的时

间是 1976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2 日,恰好是在他与琼斯合作的论文刚刚完成之际。 美国

海城地震代表团的总结报告指出,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包括

技术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 尽管中美两国文化和政治存在巨大差异,海城地震的预报经

验对美国地震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据此,该代表团提出了改进美国地震预测计划的建议:
1.

 

应该发展前震的判别方法,将前震与群震或其他背景地震活动区分开来。
2.

 

应该对几个预计很快会发生大地震的地震空区进行研究。 我们缺乏大地震

前的前兆变化的经验,这是我们地震工作中最严重的缺陷之一。
3.

 

应该通过现有的机构和组织发起地震志愿者计划。
4.

 

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更加重视对地下水、磁场变化、自然电位变化和动物异常

行为的观察。
5.

 

我们应该加强公众教育,使其了解地震危害和地震预测的意义。[18]

第 1 条建议的目的是找出有主震跟随的前震序列与没有主震跟随的震群之间的区别,即
发展一种判断小震活动后是否有大地震发生的方法。 这一研究离不开前震数据,而中国

在海城地震之前记录到的大量前震数据,几乎是开展这一研究的最佳选择。 除了前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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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可能成为大地震前兆的现象还有磁场变化、电位变化等,以及地下水水位变化、动物异

常活动等宏观现象,这便是第 4 条建议的内容。 关于这些现象,尤其是宏观现象,中国在

海城地震之前依靠群测群防运动积累了大量观测数据,可以说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第 2 条建议的目的,是在美国可能发生地震的区域加强观测,积累可能是大地震前兆的数

据。 以上三条建议的宗旨在于,发展地震预测技术,需要收集、分析各种可能的前兆数据。
琼斯后来与中国地震学家的合作,将是这一建议框架下的一项具体行动。 第 3 条和第 5
条显然是受中国地震工作群测群防运动的影响,也将成为琼斯职业生涯的重要工作内容。

1976 年美国海城地震代表团访华前后,相继发生 5 月 29 日云南龙陵地震、7 月 28 日

河北唐山地震、8 月 16 日和 23 日四川松潘—平武两次地震。 有的地震被宣布成功预报,
有的未能成功预报,国际地震学界对中国地震工作保持着持续关注。 9 月 23 日,普雷斯

借邀请顾功叙担任《地球与行星内部物理学》(Physics
 

of
 

the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
顾问编辑之机表示:“美国海城地震代表团 6 月份的中国之行带回很多信息。 我们当然

也异常担心几个星期之前发生的唐山地震造成的破坏,希望听到来自中国朋友关于这场

地震以及四川等地震的信息。 祝贺四川地震的成功预报。” [19]
 

正如琼斯后来所说,中国地

震预报的成功,明显地证明,至少有些地震是可预报的。 这刺激了美国地震学界对地震预

测的努力,也引起了他们对中国地震预报工作的广泛兴趣。[20]
 

然而,美国地震学家与中国

同行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仍需等待时机,并在时机到来前做好准备。 1977 年,普雷斯离

开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 莫尔纳继续专

注亚洲大地构造和地震研究。 此时,琼斯已正式入读麻省理工学院,接受地震研究所必需

的学术训练。 除莫尔纳外,琼斯还有一位地质学导师布雷斯( William
 

F.
 

Brace,1926—
2012)。 布雷斯在岩石力学方面的专长可以为她研究断层机制提供指导。

1978 年 3 月,琼斯与莫尔纳再次合作完成一篇关于前震与地震预测、断层滑动前兆

的可能关系的论文。 1979 年 2 月 1 日,该文被地球物理学领域权威期刊 Journal
 

of
 

Geo-
physical

 

Research 录用。[21]
 

至此,可以说琼斯已基本掌握前震研究所需技能。 1979 年 1 月

底至 2 月初,正是邓小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时刻,而琼斯也即将迎来访问中国的

机会。
1. 3　 申请去中国

由于一直关注中国地震工作,并拥有与升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前同事普雷斯的关

系,莫尔纳对中美关系的动态想必具有更加灵敏的嗅觉和及时可靠的消息来源。 当 1978
年 10 月中美达成关于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口头谅解时,莫尔纳显然看到与中国开展

实质性合作的机会即将到来。 此时琼斯已经进入博士第三年,且海城地震无疑是她博士

论文的研究主题即前震研究的最佳案例。 他们已等不及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正式建交

与之后《中美地震科技合作议定书》的签订。 1978 年 11 月 22 日,莫尔纳致信顾功叙、邓
起东和马瑾①,寻求合作机会。

莫尔纳首先介绍自己的研究兴趣是大陆地质构造与地震预测,尤其是亚洲大地构造

和前震以及其他短临地震前兆。 接下来的话,反映了他急于合作的迫切心情:

① 邓起东(1938—2018)、马瑾(1934—2018)时为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地质学家和构造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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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们写信是因为我认识你们所有人。 也许你们可以将我介绍给你们研究所

或其他机构中可能也对合作工作感兴趣的其他人。 虽然通过更加官方的渠道开展合

作可能会更容易,但我决定先独立进行,而不是坐等官方渠道的开放。[22]

在讨论了各种合作的可能性以后,他再次强调:“我希望我已清楚地表达了我希望同中国

同行开展合作研究的迫切愿望。 如果你们有其他可能的合作研究思路,请告知我。” [22]
 

莫

尔纳提出的合作建议,第一项便是推荐琼斯赴中国开展地震前兆研究:
关于地震预测,我这里有一名研究生,名为露西·琼斯,一直在从事前震特征的

研究。 我们对其他地震前兆的研究也非常感兴趣,包括水位变化、动物异常等。 她出

类拔萃,至今已学了六年汉语。 因此,她可以在不需要翻译的情况下和你们一起工作

……她正在研究将官方交流作为这样一个项目的可能渠道;但如果通过官方渠道不

是必须的,她希望可以避开官僚主义的障碍。[22]

莫尔纳所说官方渠道,即中美交换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项目。 中美达成互派留学生和访问

学者口头谅解后,双方都在抓紧进行选派工作。 此时,已通过博士资格考核的琼斯,马上

申请了该项目。 琼斯汉语流利,她的研究方向———地震预报,为当时的热点领域,并且已

取得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另外,她还得到美国总统科学顾问普雷斯的推荐。 这一系

列因素促使她成为美国向中国派遣的首批学生之一。 1978 年 12 月 26 日,中方派出的首

批 52 名留美人员启程赴美。[23]
 

美方派往中国的学者也正在计划启程。
1978 年 10 月中美达成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口头谅解前,美国国际交流署已指

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管理美国留华进修项目。[24]
 

12 月 14 日,该委员会下属的美国留

华进修委员会副主席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
 

1937—2006)电告中国教育部副部

长李琦(1918—2001),美方的首批学生将于 1979 年 2 月 23 日抵达北京。 12 月 21 日,教
育部外事局发文给中国科学院,征求中国科学院接待美国学生和访问学者的意见。 1979
年 1 月 10 日,中国科学院回复称,经与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国家地震局联系,同意安排琼斯

来华开展合作研究。[25]
 

不难想象,莫尔纳 1978 年 11 月 22 日给中国地震学家的信,可能

对国家地震局接受与琼斯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 年 1 月 23 日,李琦给魏斐德回电称,同意美国首批学生 2 月 23 日到中国。 2 月

8 日,李琦再次电告魏斐德,提到“琼斯小姐将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地质研究

所进修研究。① 但因三月份天气较冷,不宜野外考察,我们希望她能在四月初来华” [5] 。
琼斯显然没有听取“四月初来华”的建议,3 月中旬她便已身在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

所。 琼斯有中文基础,到达中国后无需安排中文课程,而是直接到合作单位开展研究工

作。 因此,她是中美建交后第一位在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美国学者。[26]

虽然琼斯是在中美建交之后才实现与中国地震学家的合作,但是琼斯和莫尔纳在中

美建交之前为争取中美合作而进行的努力,以及合作开始于 1979 年 3 月,早于 1980 年 1

①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于 1971 年被划归当年成立的国家地震局直接领导,而
国家地震局由中国科学院代管。 其中,两个研究所中从事地震研究的部分,在 1978 年分别被重组为国家地

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其余部分复归中国科学院直接领导,仍称为中国科学院地球

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此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应为“国家地震局

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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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签订的政府间《中美地震科技合作议定书》,展示出跨国科学合作的内在动力在外交关

系的制约下,所能发挥的效能边界。

2　 中美建交后的首次科学合作

琼斯于 1979 年 3 月 16 日至 5 月 13 日在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5 月 14 日至 7
月 9 日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 中美建交之前,中国地震资料和数据均

须经过严格审批才能提供给美国地震学家,且申请常常无法获得批准。 他们赴中国野外

进行地质考察的要求也常因地区不对外开放而未能如愿。[2]
 

不过,与中美建交之前的短

期交流不同,琼斯与中国地震学家的合作研究必须利用中国的原始地震资料和数据。 因

此,中国地震工作者首先要解决资料与地区的开放问题。 由于是中美建交后的首次科学

合作,中方对此高度重视,提前做了周密安排。
2. 1　 在资料开放与保密之间寻求平衡

早在 1979 年 1 月 19 日,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便向国家地震局提交了接待琼斯的

设想,其中提出要考虑不同研究所的专长。[27]
 

2 月 28 日,地质研究所制定了以“地震前兆

与地质构造的关系”为主题的接待计划,并将计划分为 4 个阶段:第一阶段介绍中国区域

地震地质简况;第二阶段研究大地震前兆及其与地质构造的关系;第三阶段考察四川松

潘、陕西华县和辽宁海城地震震区;第四阶段总结并完成论文。 关于地震资料,除公开刊

物外,接待计划提出拟向琼斯提供内部刊物《地震战线》、《中国地震地质概况》一书、即将

公开发行的内部挂图《中国活动性构造和强震震中分布图(1 ∶ 300 万)》及其他必要的地

震地质图、用于野外地震地质考察的 1 ∶ 20 万地质图及构造图。[28]

与此同时,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也制定了以前震特征为主题的接待计划,并也

分为 4 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介绍概况并确定研究方案;第二阶段主要阅读国内外公开发

行的相关文献、《地震战线》中的相关文献以及内部铅印或油印的相关文献;第三阶段主

要收集、分析、处理有关资料,主要有地震活动研究可能需要的地震目录,包括《中国地震

目录》、中国地震台网观测报告、海城地震的前震目录、华北小震的部分目录,以及量取地

震振幅、初动数据可能需要的地震图,包括北京台网相关地震图、白家疃台相关地震图、辽
宁有关台站关于海城地震前震的地震图;第四阶段总结并撰写论文。 针对地震资料的开

放问题,接待计划特别请示道:琼斯 1976 年关于前震频率的论文已引用《地震战线》中的

文章,如果《地震战线》不向她开放,若她问及,该如何解释? “有些台站地震图质量欠佳,
或钟差,或初动方向,或频率特征存在问题,使用中这些问题将暴露于国外”,应如何处

理? 接待计划还提到,不准备向琼斯提供北京台网的打印报告,即地球物理研究所值班室

的速报目录、北京及邻区地震目录汇编等,不过 1978 年以后的目录曾向外提供,若琼斯需

要,可考虑向她提供。 关于华北小震目录,只提供需要用到的部分目录的手抄目录。 另

外,接待计划还提出可能需要辽宁省地震台的地震图,需要辽宁省地震局配合。[29]

地震资料的开放显然是两个研究所共同关心并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中美建交前,
这一问题曾因外交障碍给双方地震学家造成极大困扰。 虽然此时中美已正式建交,改革

开放已是大势所趋,但资料的开放并无现成规则可循,需要逐渐调整。 中国地震工作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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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开放与保密之间寻求平衡。 这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资料开放问题的解决中有所

反映。
1979 年 4 月 7 日,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向国家地震局申请,将《唐山地震短临前兆

资料》、《辽宁海城 7. 3 级地震初步总结》、《松潘、平武地震预测预报总结》以及《中国地震

地质概论》作为与琼斯合作研究的参考资料,并称“资料中的部分插图,她可在编写研究

报告时采用,其他图件她提出需要时,在我方同意下帮助复制”。 国家地震局党组批示,
由科研处提出处理意见。 4 月 25 日,科研处给出“资料未经核实,暂不对外为好”的处理

意见。[30]
 

国家地震局将参考资料的开放问题交由科研处处理,是从科研角度考量,且科研

处的关注点在于资料的准确性,是因资料本身未经核实而建议暂时不对外开放,已不像中

美建交前那样主要从外交方面考虑。 这便给后面留下了商量的余地。
经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与国家地震局外事处协商,5 月 8 日,距离琼斯赴国家地震

局地质研究所的时间已经很近的时候,事情迎来了转机。 国家地震局外事处就上述 4 份

资料的开放问题向国家地震局局长请示,称《唐山地震短临前兆资料》为基础资料,以前

未曾对外,经与地质研究所商量,拟选出几篇作为工作资料,其他部分不用。 “如外宾提

出问题,可口头说明由于资料编辑较早,有一些问题,不宜使用”,并且“其他三份资料,均
已基本对外介绍过,此次也拟同意对外使用”。 5 月 9 日局长批示同意。[31]

 

地质研究所和

国家地震局从资料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合作研究的实际需要考虑,均做了让步,最终

达成一致。
除了资料开放问题,野外考察是合作研究的另一重要内容。 1979 年 3 月 28 日,国家

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向陕西省地震局、四川省地震局和辽宁省地震局发文,告知琼斯拟赴华

县震区、松潘震区和海城震区考察的时间以及对各个震区考察的路线要求等。 例如,要求

松潘震区安排考察路线应考虑“1. 宏观破坏特征;2. 地震地质特征,标志比较清楚的活

动断层出露点;3. 有关台站:专业台站和群测点,并介绍松潘地震前兆特征……”。[32]
 

四

川省地震局、陕西省地震局和辽宁省地震局均提前为合作研究的现场调查做了充分准备。
2. 2　 未被圆满解决的科学问题与未被充分利用的地震数据

琼斯与中国的合作主要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海城地震的前震研究,需要通过

与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合作达成。 她说:
我去中国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海城地震的前震。 虽然前震并不罕见,但震区附近

有足够多地震仪来准确记录这些小震是很罕见的。 海城前震序列包括 500 多次地

震,是附近的 6 个地震台记录到的,并且是世界上记录到的最大前震序列。 由于我在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包括前震特征研究,海城前震序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

数据来源。[20]

因此,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合作,琼斯获取的最具价值的数据,是她与合作者一同去辽宁

从海城前震的地震图上测得的地震波到时①与最大振幅等数据。[9]
 

有了这批数据,琼斯可

以利用计算机比中国人更加精准地确定这些前震的空间位置和发震时间,她说:
我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确定海城前震的位置。 当地震发生时,我们

① 地震波到达观测点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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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它在何时何地……然而,如果知道许多地震台的地震波到时,我们就可以算出

地震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由于中国人没有计算机,他们使用简单的方法来做这件事,
导致他们计算的地震位置有较大不确定性。 使用可编程计算器,我能够更准确地定

位前震。 因此,我的工作是重新读取地震图上的前震到时数据,然后进行计算。[20]

中国人对这批数据的态度是开放的,这样可以利用琼斯的计算器进行中国无法开展的计

算工作,达到“外事促内事”的目的。 琼斯还被允许将这批数据寄到麻省理工学院,以便

在大型计算机上进行更精确的分析。 这项研究最终获得了新发现:可能多数前震不发生

在主震破裂面上,而是在与主震破裂面近于垂直的另一平面上。[9]
 

琼斯认为如果这是真

的,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地震是如何开始的,以及前震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

色。[20]
 

这些尚待解答的问题为琼斯再次访华埋下了伏笔。
除了前震研究,琼斯的另一个目标是研究海城地震的其他宏观前兆,需要通过与国家

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合作达成。 宏观前兆是 1976 年美国海城地震代表团建议研究的重要

方向。 这项工作与海城地震的前震研究不同,琼斯并没有清晰的工作计划。 相反,她想知

道中国人收集了哪些数据,用这些数据做了什么,然后将这些数据与美国的数据进行比

较,看看是否可以获得一些见解:
我原希望,当我在中国的时候,可以开始分析地震的其他短临前兆,特别是中国

人所说的宏观异常———由当地观测人员而不是仪器记录的异常。 这些因素包括地下

水、动物行为以及其他异常现象。 美国即使有也是在过去的几年才刚有这种记录,所
以中国是研究这些现象的唯一数据来源。[20]

经国家地震局同意,地质研究所向琼斯提供了海城地震、唐山地震的宏观前兆数据。 经国

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领导同意,还提供了最新的地震地质调查报告。 双方最终合作完成

《地震孕育和发生过程中共轭断层的作用》一文。[33]
 

对于地质研究所提供的前兆资料,琼
斯后来说:“我的中文还不错,但在两周内要读近百份报告,这让我不知所措,我无法充分

利用所有信息。” [20]

琼斯对中国之行的预期本来是,即使不能获得足够数据来支撑两个研究目标,此行也

不会毫无收获,至少可以更近距离地研究中国的地震预报。 事实上,她在中国丝毫没有感

到获取数据方面的限制:“我对被拒绝访问数据的担忧很快被证明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我要求查看的所有数据都是毫无疑问地提供给我的。 事实上,我发现我最大的问题是,没
有足够的时间开始使用我所拥有的所有数据。”这些尚未利用的数据,也成为她再次访华

的重要动力。
中国通过群测群防运动,收集了大量地震宏观前兆数据。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向

琼斯提供的前兆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 1966 年邢台地震以后,中国地震预报的

群测群防运动,是在“文革”期间特别重视群众在科研中的作用这一特殊背景下发展起来

的。 这一运动,依靠经过简单培训的工厂、学校、农村的广大群众,建立业余地震前兆观测

点,发现异常,逐级上报,供上级部门作为预报地震的参考。 群众观测的前兆数据一般为

通过肉眼或简单仪器即可观测的宏观现象,如动物异常活动、地下水水位等。 虽然这些宏

观异常现象与地震的关系并不清楚,但大规模的群测群防运动积累了丰富的宏观异常数

据,并在 1975 年海城地震的预报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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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震工作自从 1971 年被介绍到美国,群测群防便一直受到美国地震学界的关

注。 如前文所述,美国海城地震代表团受中国群测群防运动影响,曾提出美国应开展类似

工作的建议。 与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合作期间,琼斯有机会赴陕西华县、四川松潘、辽
宁海城震区进行现场考察。 在考察地质构造的同时,她有机会对中国地震预报工作进行

更近距离的观察。 在松潘地震和海城地震现场,她采访了那些地震预报的直接参与者。
这次考察,尤其是采访,使她对地震前发生的事情和科学家们认为重要的事情有了更好的

理解,也对中国地震预测工作的优势和劣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20]

琼斯把中国群众在地震预报中的作用及其对地震知识的了解,与她家乡洛杉矶的居

民作比较,认为洛杉矶居民虽然普遍有大学文化水平,但对地震知识的了解远不及中国平

武县的普通社员。 因此,普及美国市民的地震知识是美国地震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33]
 

她表示,“我回美国去也要宣传你们的做法。 当然,目前美国也在搞这方面的工作,
可是要达到你们这种程度,是很难的,也可能办不到”,“但我回美国后一定要搞”。[34]

 

群

测群防运动让琼斯看到,面对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地震,即使缺乏完美的预测技术,
科学也不应无所作为。
2. 3　 中方积极合作的动力

任何成功的科学合作都不可能仅对一方有利。 获取中国的地震数据是琼斯积极寻求

合作的动力,而中方不仅提前准备了与琼斯合作的数据,还想方设法确保合作成功。 由于

合作时间短,为使合作得出结果,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做了两手准备:第一,按琼斯

计划的题目,与她共同研究,以期做出结果。 这是指海城前震的定位研究。 第二,让琼斯

参与中方已有研究基础并预期可取得结果的工作,即使第一项研究得不出结果,最后也可

拿出这一项研究结果。 这是指海城前震与震群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如何区分前震和震

群。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与琼斯共同完成的《地震孕育和发生过程中共轭断层的作

用》,实际上合作之前中方已有较好的基础。 琼斯多次表示,名义上是共同研究,实际上

是向中方学习。 中方之所以如此希望合作成功,琼斯认为:
第一,我的研究项目本身就涉及中国人想要完成的工作。 特别是在海城前震的

定位方面,我做了他们很久以来就想做,但没有计算设备来完成的工作。 在地质研究

所,由于中国僵化的学术体制,我是第一个真正研究他们数据的地球物理学者。 第

二,尽管在很多领域,中国不希望他们的工作受到外面的关注(也许是出于一种常见

的想法,即不应让西方看到中国落后的一面———或者是某个领域的水平,或者数据所

揭示的真实中国),中国人却希望他们的地震预测工作被西方看到。 从某种程度来

说,他们在地震预测方面领先于我们和(也许更重要的是)苏联,所以让我们看到他

们的工作将提高他们的科学声望。 很明显,他们希望我们的合作成果能在美国杂志

上发表。 第三,当然是他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回报。 许多中国学者正在通过和美

国留华学者的交换项目前往美国,除此以外,如果我带回一份有利的报告,将会增加

安排独立的科学交流的可能性。 我认为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中国人不仅允许我工作,
而且在各个方面帮助我。[20]

琼斯的判断不无道理,与中方在合作研究的总结中所说基本一致。[9,33]

中国之行一结束,琼斯即开始寻求再次访华的机会。 1979 年 9 月,莫尔纳随美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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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构造代表团访问中国,向中方提出琼斯希望再次访问中国的要求。 中方提出开展对等

互访,莫尔纳当即赞同。 1980 年 4 月,国家地震局就琼斯申请访华事项提请国家科学技

术委员会审批时写道:“这种合作研究不只是支持了琼斯的研究生学习。 对我而言,在学

术上是有益的,且琼斯在美的研究生学习,得到了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的共同指导,
对地震研究中,将两个学科结合起来探索地震成因和机制是十分有利的。 她的研究方法

和思路也值得我们参考……我局虽已与美国签订了政府间的地震科技合作议定书,双方

正在积极进行安排和准备条件。 由于地震研究涉及学科多,内容广泛,中美政府间的合作

安排,不能包罗全部的地震研究项目。 故择其所长,有计划地开展中美民间地震科技合

作,也是一个必要的途径。” [35]

3　 合作的终止与琼斯职业生涯的中国印记

1980 年 6—9 月,琼斯第二次访华,继续研究海城前震问题以及地震前兆与地质构造

的关系问题。 第二次访华后,琼斯的博士生涯已进入最后一年,与中国的合作研究成果,
将被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重要内容。[36]

 

1981 年春天时,双方的合作已经更加密切。 国家地

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王碧泉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展合作研究,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的叶洪也已经到达麻省理工学院,并且邓起东和蒋溥将于四五月份赴美。 不过,随着琼斯

博士毕业的迫近,也意味着她将要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她的导师莫尔纳面临如何继续与中

国合作的问题。 1981 年 3 月 3 日,莫尔纳致信地球物理研究所顾功叙、许绍燮和地质研

究所邓起东、蒋溥以及马杏垣,首先协商琼斯的第三次访华问题:
我们希望继续这种交流,并希望将工作扩展到分别在中国和美国进行 6 个月的

工作……露西·琼斯想和另一名美国人一起再次去北京,继续……海城地震方面的

工作,并且继续……地震前兆方面的研究。 她希望对海城地震的余震进行研究,以确

定余震区是像前震数据所揭示的那样呈雁列式排列,还是发生在与大多数前震不同

的区域。 她想和另一个美国人在北京和辽宁待一个半月……检查地震记录图,确定

海城地震余震的位置。 另外花半个月……研究唐山地震的水位数据……
……我们热切希望能有另一个美国人加入这项工作,因为今年秋天露西·琼斯

离开麻省理工学院之后,我们希望能保持我们和你们之间的合作研究。 我们本希望

托马斯·费奇(Thomas
 

Fitch)能够加入露西·琼斯的研究,但现在来看今年夏天是不

可能的。 目前,还不清楚我们的学生中谁最适合和她一起去。 很抱歉我们不能给出

更加确定的人选,特别是因为露西·琼斯想尽快去中国(春末夏初)。 我们会尽快给

你们确定的消息。[37]

可以看出,即将博士毕业的琼斯仍然有详细的研究计划,显然希望继续与中国的合作。 如

果琼斯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即使继续与中国合作,也是在其他机构,而莫尔纳显然希望麻

省理工学院继续参与这项合作,因此需要在麻省理工学院物色一位人选,提前加入琼斯与

中国的合作研究工作。 除了主要由琼斯参与的前震、余震以及其他前兆研究,莫尔纳还展

望了与中国合作开展活动断层的野外地震地质调查研究的前景:
我们对寻求两个主题的研究非常感兴趣。 一是由前震、余震定位和断层面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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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的断层带结构。 与你们一起对海城地震前震所做的研究表明,我们可以从中学

到很多东西。 因此,我们对探索其他地震序列也感兴趣,如河北唐山地震、四川炉霍

地震、河北邢台地震和其他地震。 最近鲜水河断裂带上发生的地震表明,这是一个很

好的研究案例。 最终,我们希望能够与你们一起研究其他主要的活动断裂,以定量地

了解中国在过去的数万年里是如何变形的。 现在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显然还为时过

早,但也许我们可以考虑在 1982 年研究唐山地震的余震,并且我希望那时我们能够

研究鲜水河断裂。[37]

1981 年 12 月 29 日至 1982 年 2 月 5 日,琼斯第三次访华,麻省理工学院谢洛克(Kaye
 

Shedlock)与她同行,研究内容为海城余震定位及断层面解,测量和计算了 132 次余震记

录,并采用定位程序在计算机上进行了初步定位。[38]
 

由于琼斯已经获得博士学位,此次访

华实现了麻省理工学院与中国合作的接续。 1982 年 7—9 月,谢洛克和刚刚获得麻省理

工学院硕士学位的巴拉诺斯基( Jean
 

Baranowski)再次访华[39] ,对唐山余震数据进行研

究,继续着麻省理工学院与中国的合作。 1986 年,谢洛克以对华北地质构造的研究获得

博士学位。[40]

琼斯离开麻省理工学院以后,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地球观象台从事博士

后研究。 1983 年 2—4 月,琼斯以博士后身份第四次访问中国,同为该观象台地震学博士

后的丈夫豪克斯(Egill
 

Hauksson)与她同行。[41]
 

琼斯夫妇此行主要是研究四川松潘地震的

震源机制以及余震,后有论文发表。[42]
 

合作并非不成功,然而这却是她最后一次访问中

国。 在麻省理工学院与中国的合作仍在持续进行,尤其是莫尔纳后来与中国同行保持了

毕生的交流与合作,且中国人又是那么欢迎合作的情况下,琼斯为何没有继续合作?
琼斯的首次中国之行无疑是成功的。 然而,合作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有些是中国对

外政策与工作作风的问题,有些则是科研环境的问题。 由于是改革开放不久,且为中美首

次科学合作,接待外国人的方式一时难以摆脱长期以来政治气氛的影响。 琼斯对中方的

一些安排,尤其是安排她单独就餐意见很大,认为这是对外国人的不尊重,多次表示要向

中国外交部写信提出。 在野外期间,多次要求和中方人员共同就餐,并曾为此哭过一

次。[33]
 

她还认为中国官僚主义严重,工作缺乏灵活性。 她说:“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时候,
为了去见一个地质学家,哪怕只是半个小时,我需要花上几天的时间”,“有一次,我觉得

我必须坚持与实验室负责人一起写的一篇论文的内容必须更改。 这个人显然不习惯被反

对,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孩子,这种情况有好几天都让人很不舒服”,“研究所内的所有工作

都受到监视”,“除了我来之前已经商定好的工作之外,我不能做其他任何工作。 幸运的

是,这项研究正是我想要做的,所产生的问题只是挫折,从未成为我工作的严重障碍。” [20]
 

困难是存在的,但这不应是影响合作的决定性因素,后来琼斯的连续三次中国之行便是

证明。
琼斯在 2015 年的一次访谈中吐露:“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我们发现了一起学术欺诈

事件”。 她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学术欺诈在中国是很普遍的行为,它只是一种个人的

行为。 但是这起学术欺诈没有被发现,反映当时的体制存在问题。”琼斯还认为,科学家

需要具有批判精神,科学家之间就所研究的问题进行互相批判,说服对方,找出问题的真

相,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核心。 然而,中国人在科学研究中太客气,客气、礼貌当然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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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但是科学研究不需要客气,它不利于科学进步。[8]
 

与中国合作期间,如果琼斯对

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以及对生活安排的不满,还能克服的话,那么学术欺诈事

件以及她对中国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学术环境的担忧更加可能直接导致她与中国合作的

中断。
然而,事情可能并非如此简单,我们或许可以从琼斯的研究领域与她自身的情况进一

步分析合作终止的可能因素。 首先,琼斯寻求与中国合作的主要动力来源———中国的地

震数据,属于存量数据,并非双方共同观测所得,从而也不能源源不断地收集新数据,合作

终止时中国的这种数据优势已经不再明显。 20 世纪 70 年代辽宁海城、河北唐山以及四

川松潘等地震后,中国似乎进入地震平静期,且合作终止时前述地震数据已基本被琼斯及

麻省理工学院其他同行充分利用,此时中国已无新的地震数据能够像当初海城地震数据

那样,让琼斯由于要完成博士论文而产生那样迫切的需求。 其次,美国人曾对中国的地震

预报寄予厚望,此时琼斯已近距离地了解到中国并未真正攻克地震预报技术。 1983 年她

回到美国不久,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人并没有解决地震预

测问题的办法,而我们曾羡慕地认为他们可能有。”但中国的地震预报实践令她印象深

刻。 中国暴露于地震风险中的建筑物和人口众多,官方对地震预报非常重视。 中国人告

诉她,中国地震学家“不知道如何预测地震,但必须预测”。[43]
 

第三,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后

不久,琼斯回到了她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地质调查局工作。 加利福尼亚州地

震多发的环境成为她的研究对象,美国先进的地震观测技术为她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数据。
从个人生活方面看,琼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安顿下来之后的几年之内,生了两个儿子,将很

大精力投入家庭,曾经数年时间无法全职工作。[44]

综合以上因素,琼斯在美国地质调查局工作了 30 余年,直到 2016 年退休。 退休之

后,她并未就此停止工作,而是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名命的公益机构“露西·琼斯博士科学

与社会中心”。 她认为科学不应只是科学,科学成果本身无法改善社会,需要通过制定相

关科学政策,让科学成果更多地惠及大众。 该中心通过与政府和私人机构合作,使科学知

识的实用价值得到发挥,使社区更具韧性。 这一创举得益于她在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工作

经验,也与其中国经历渊源颇深。
起初,琼斯在美国地质调查局延续着她关于前震、余震序列的研究,从统计学角度开

发了一种计算地震序列中进一步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概率的程序。 该程序被应用于许多地

区,为公共决策者提供地震概率。 在南加利福尼亚州每次遇到地震危机时,她就会迅速向

州长办公室提出关于短临地震概率的建议。
1992 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生约书亚树地震(Joshua

 

Tree
 

Earthquake)。 由于无暇照顾孩

子,同是地震学家的丈夫在琼斯接受媒体采访时,将孩子塞到了她的怀里。 琼斯怀抱孩子

接受采访的画面将母亲、女性、科学家的形象集为一体,吸引了当时美国公众的关注,还进

一步引起有关女性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的热议,使她成为洛杉矶家喻户晓的地震专家,被
称为“地震女士(Earthquake

 

Lady)”。 每次遇到地震危机,针对公众对是否会再次发生大

地震的担忧,她总是会通过媒体告知公众一个具体的发震概率、断层名称,像母亲安慰孩

子一样安抚公众的情绪,这使她开始思考科学与公众的关系。 她在将科学研究成果惠及

大众方面,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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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深的地震科学研究到面向公众的科学实践,琼斯用科学研究的成果满足公众对

科学的期待,实现了从倾听大地之声到倾听公众之声的转变。 在 2015 年的访谈中,当被

问到这些转变是如何实现,这些技能是从哪里来的时候,她谈到分别作为工程师与神修导

师的父母对她的影响。 母亲关心人们的感受,琼斯从小耳濡目染。 父亲不仅鼓励和支持

她从事科学工作,还以回答人们的科学问题而自豪,这在如何利用科学方面影响了她。 紧

接着,她谈到中国在尚未解决地震预测技术的情况下对地震预报的实践对她的深刻影响:
在中国的经历是对这种转变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部分。 在中国,我看到他们利

用科学的方式完全不同,这并非因为科学本身的差异,而是因为社会环境不同。 地震

到来时,他们必须疏散,因为会有成千上万人死在房子里,而我们死在高速公路上的

人可能比我们成功预测地震能够拯救的人还要多。 所以这一经历对我影响很大。[8]

4　 结　 语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地震科学交流与合作的驱动因素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包
括双方共同关心的科学问题,解决科学问题所需要的科学数据,收集科学数据所需要的观

测仪器,处理和分析科学数据所需要的设备与方法等科学的内在因素,以及中美关系的缓

和乃至建交等外部因素。 地震数据是这一有机整体的一个重要方面。 概括起来,其整体

图景是,中美双方在共同关心的包括地震预测在内的具有科学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导向下,
美国先进的地震观测仪器、数据处理设备与中国地震多发的地质环境相结合,使双方得以

进行持久而成功的交流与合作。 利用美国提供的数据采集、处理设备乃至研究方法,以中

国数据为基础开展合作研究,是双方合作的主要形式。 在这一整体图景之下,具体的合作

项目具有不同特征。
琼斯与中国地震学家合作研究的经历,折射出由科学研究对数据的内在需求所产生

的对中美科学合作的驱动力与变动的外交关系对中美科学合作的影响力之间的动态博

弈。 中美建交前,双方地震学界由于外交阻碍而无法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研究。 然而,急于

获取中国地震数据并了解中国地震预测技术的美国地震学家,为克服外交阻力做了不懈

努力,并为可能到来的合作未雨绸缪,从而在中美建交后,双方地震学界能够迅速开展异

常成功的合作。 琼斯的经历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缩影。 她部分地凭借基于中国海城地震数

据的研究成果,从“琼斯小姐”成为“琼斯博士”。 另外,中国在尚未攻克地震预测技术的

情况下,面对地震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频繁威胁而开展的以群测群防为特征的地震预

测运动,对琼斯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社会与中国完全不同,但琼斯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

地震预测经验启发,在其职业生涯中乃至退休以后,在科学尤其是地震学面向公众、地震

学的应用等方面,做出了极具影响力的工作,被称为“地震女士”。
琼斯的研究利用的是中国的存量地震数据,她并未提供观测仪器、参与数据收集。 当

中国存量地震数据优势不再,且琼斯因工作、生活变动也不再急需中国地震数据时,中国

学术环境欠佳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开始突显,她与中国的合作未能继续。 琼斯与中国合作

的终止,只是一个特例,并不意味着数据在驱动中美地震科学合作中的作用有所减弱。 事

实上,1980 年 1 月《中美地震科技合作议定书》签订后,中美在地震科学领域开展了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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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持久合作。 虽然琼斯与中国的合作终止,莫尔纳与中国的合作却仍在继续,并持续了

他的一生。 这与莫尔纳专攻亚洲大地构造,尤其是青藏高原研究不无关系:青藏高原有着

无尽的科学问题需要回答,也有着无数的科学数据需要收集,是地球科学的天然实验室。
2022 年 6 月 24 日,莫尔纳逝世。 琼斯在回忆她和莫尔纳在中国的时光时所写的一句话,
道出了科学数据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他(莫尔纳)是我需要的导师,让我认识到提出正

确问题的价值,数据的至高无上……”正是在数据的驱动下,他们当年为实现中美地震科

学合作付出了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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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China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major
 

earthquakes.
 

These
 

events
 

enabled
 

China
 

to
 

accumulate
 

rich
 

earthquake
 

data
 

and
 

valuable
 

experience
 

in
 

earth-
quake

 

prediction 
 

presenting
 

promising
 

opportunities
 

for
 

scientific
 

cooperation
 

with
 

the
 

U. S.  
 

which
 

was
 

equipped
 

with
 

advanced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However 
 

due
 

to
 

the
 

ab-
sence

 

of
 

normalized
 

diplomatic
 

relations 
 

it
 

proved
 

challenging
 

for
 

China
 

and
 

the
 

U. S.
 

to
 

eslablish
 

collaboration
 

in
 

the
 

field
 

of
 

earthquake
 

science.
 

Motivated
 

in
 

large
 

part
 

by
 

the
 

desire
 

to
 

utilize
 

Chi-
nese

 

earthquake
 

data
 

for
 

research 
 

MIT
 

doctoral
 

student
 

Lucile
 

M.
 

Jones
 

and
 

other
 

American
 

seis-
mologists

 

actively
 

sought
 

opportunities
 

to
 

collaborate
 

with
 

China
 

despite
 

the
 

unfavorable
 

diplomatic
 

conditions.
 

Their
 

efforts
 

eventually
 

succeeded
 

fol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formal
 

diplomatic
 

rela-
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lthough
 

Jones􀆳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later
 

ended
 

for
 

various
 

rea-
sons 

 

many
 

other
 

U. S.
 

seismologists
 

maintained
 

long-term
 

collaborations
 

with
 

China—driven 
 

at
 

least
 

in
 

part 
 

by
 

the
 

availability
 

of
 

earthquake
 

data.
 

Jones􀆳s
 

experience
 

demonstrates
 

that
 

Chinese
 

sci-
entific

 

data 
 

as
 

a
 

fundamental
 

research
 

resource 
 

served
 

as
 

a
 

key
 

incentive
 

for
 

American
 

scientists
 

to
 

pursu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t
 

the
 

same
 

time 
 

her
 

case
 

reveals
 

a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this
 

scientific
 

motivation
 

and
 

diplomatic
 

obstacles.
Keywords　 earthquake

 

data 
 

scientific
 

data 
 

data
 

diplomacy 
 

science
 

diplomacy 
 

China-U. S.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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